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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作为一种交流活动，伴随着人类的口头语言

和文字记载而具有数千年的历史。申丹曾对叙事作了

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什么是叙事？顾名思义，就是

叙述事情（叙 +事），即通过语言或其他媒介来再现发

生在特定时间和空间里的事件。”（1）叙事学真正作为

一个学科术语被提出则是在 1969年法国叙事学家茨维

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的《〈十日谈〉语法》

一书中：“这是一门至今尚未被界定的学科，我们暂且

将这门学科取名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研究的学

科。”（2）1972年，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在

《修辞卷三》（Figures III）中以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

年华》为例，总结叙事作品中的叙事顺序、时距、频率、

语式、语态等问题，并对故事、叙事、叙述者等概念

进行界定，（3）成为经典叙事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来源。

《修辞卷三》在引起叙事学界的热烈反响之后，其中

的部分观点也受到了里蒙 -凯南（Shlomith Rimmon-

Kena）、米克·巴尔（Mieke Bal）等各国叙事学者的批评。

对此，热奈特在其之后出版的《新叙事话语》（Nouveau 

discours du récit，1983）一书中对之前的观点进行补

充和改进，并对聚焦理论、叙述者与作者、受述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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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等进行了细致的阐述。热奈特的研究为以小说文

本为研究对象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做出了重要贡献。结

构主义叙事学研究之风蔓延至欧美各国，出现了一批

如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S/Z》（S/Z，1970，

法国）、杰拉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的《故事的语

法》（A Grammar of Stories，1973，美国）、罗伯

特·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的《文学中的结构主

义》（Structuralism in Literature，1974，美国）、米

克·巴尔的《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Narrat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1978，

荷兰）、里蒙 -凯南的《叙事虚构作品》（Narrative 

Fiction: Contemporary Poetics，1983，以色列）等

结构主义叙事学研究成果，在掀起了结构主义叙事学

研究高潮的同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结构主义电影叙

事学的蓬勃发展。

20世纪 70年代末至 90年代，是电影叙事学蓬勃

发展的时期。安德烈·戈德罗（André Gaudreault）、

弗朗索瓦·若斯特（Francois Jost）的《什么是电影

叙事学》（El relatocine matográphico: Ciencia y 

narratología，1995）借鉴了麦茨、热奈特等人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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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法，明确将文学叙事学和电影叙事学区分开来，

强调电影作为一种叙事语言的特殊性，将画面 /声

音、时间 /空间等作为研究范畴进行重点考察，形成

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电影叙事研究体系。另外，这一时

期出现的重要电影叙事学代表作还有弗朗西斯·瓦努

瓦（Francis Vanoye）的《书面叙事·电影叙事》（Récit 

Écrit， Récit Filmique，1979），爱德华·布兰尼根

（Edward R. Branigan）的《电影中的视点：叙事理

论与古典影片中的主观性》（Point of View in the 

Cinema：A Theory of Narration and Subjectivity 

in Classical Film，1985），安德烈·戈德罗的《从文

学到影片：叙事体系》（Du littéraire au filmique，

1988）等。这些电影叙事学的研究成果，都与结构主

义理论紧密相关。

一、结构主义电影叙事学之困局

相比于 20世纪 80年电影叙事学的蓬勃发展之势，

21世纪以来电影叙事学研究颇显疲态。以斯特劳斯、

热奈特、罗兰·巴特、格雷马斯等人为代表的结构主

义叙事学研究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集中涌现，促成

叙事学研究从原本经验式的感性批评走向了科学模态

式的实证研究。叙事学至此被确立为一门独立学科并

实现跨越式发展，不可不谓是结构主义叙事学者们的

功劳。后世有学者回望叙事学的发展历程并发出“当

代叙事学植根于法国结构主义者的论著中”（4）这一感

叹，堪称公允。

结构主义叙事学在很长一段时间统治着电影叙事

学的发展。以麦茨、艾柯为代表的早期电影符号学研

究因与结构主义叙事学同在俄国形式主义及现代语言

学中寻找学理支撑并建构各自的理论大厦，被囊括进

早期电影叙事学的研究范式自是情理之中。然而，电

影叙事学似乎更热衷于从结构主义叙事学中寻找灵

感。相比于麦茨的电影句法与“八大组合段”理论，

艾柯的影像“十大符码”与“三重分节”理论来说，热

奈特的叙述话语、顺序、时距、频率、聚焦及叙述层

等理论概念，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模型，罗兰·巴特

的“二元对立项”及功能层、行动层、叙述层的深层

结构分析理论等早已成为电影叙事学研究绕不开的理

论依据。因此，结构主义叙事学也成为电影叙事学的

理论基石，甚至由于电影叙事学的断裂式发展，一提

到电影叙事学，人们便将其与结构主义叙事学相对应。

结构主义理论长期以来成为电影叙事学研究方法的代

名词。从国外来看，电影叙事学方面的经典著作如爱

德华·布兰尼根的《电影中的视点：叙事理论与古典影

片中的主观性》、弗朗西斯·瓦努瓦的《书面叙事·电

影叙事》、安德烈·戈德罗的《从文学到影片：叙事体

系》、安德烈·戈德罗与弗朗索瓦·若斯特合著的《什

么是电影叙事学》等，无一不与结构主义叙事学息息

相关，即电影叙事学与文学叙事学一样，从一开始便

奠定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经典地位。但是，20世纪 80

年代后，叙事学界普遍认识到结构主义叙事学内在的

封闭性与局限性，国外的（文学）叙事学研究学者开始

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在相互交流、争论与融合中产生

了修辞叙事学、认知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可能

世界叙事学、非自然叙事学、心理叙事学等一系列新

的叙事学理论。这种百花齐放的理论环境最终促成了

（文学）后经典叙事学的形成。

然而，电影叙事学的理论发展趋势却迥异于文学

叙事学。由于电影叙事学发展起步较晚，20世纪 80年

代正是电影叙事学的建构之时。也就是说，当文学叙

事学者在早已高屋建瓴的（文学）结构主义叙事学之上

开辟新的疆土时，电影叙事学者仍忙碌于为电影叙事

学理论添砖加瓦。待以结构主义与符号学为方法论基

础的“宏大理论”在西方广受质疑后，文学叙事学已

经完成了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的转向，得以

在各种理论争鸣中蜕变与新生。电影叙事学受时间发

展的限制，当一股批驳“宏大理论”之风袭来时，电

影叙事学者正致力于构建其理论基石，而他们的研究

方法正是处于旋涡之中的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理论。因

此，尚未寻找新的理论出路的电影叙事学在这次理论

转向中逐渐衰落，并未如文学叙事学一样完成从经典

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的转向。（5）

从国内看，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随着不少国外叙

事学及电影叙事学专著的译介，国内也逐渐出现了一

批以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为主要研究方法的电影叙事

学论著，如代表性论文有张一的《电影叙事学及其批

评》（《当代电影》1991年第 5期）、戴锦华的《本文的策略：

电影叙事研究》（《电影艺术》1994年第 1期）、封洪的《视

点与电影叙事──一种叙事学理论的探讨》（《当代电

影》1994年第 5期）等，代表性专著有李显杰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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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学：理论和实例》（2000）、吴迎君的《结构主义电

影叙述学》（2013）、刘云舟的《电影叙事学研究》（2014）

等。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叙事学同符号学、精神分析、

意识形态、后殖民主义等“宏大理论”一样被广泛运

用到电影理论研究当中，电影叙事学呈现一时繁荣之

势。

然而，在这股“宏大理论”的热潮逐渐褪去之后，

虽然以叙事策略、叙事空间、叙事风格、叙事视角、

叙事结构、叙事特征等为议题的电影叙事批评研究依

然长期活跃在电影研究场域之中，但是电影叙事理论

却几乎长期停滞在以结构主义叙事学为研究方法的节

点之上。（6）这种电影叙事批评与电影叙事理论发展的

不平衡性，是长期掣肘电影叙事学发展的重要原因。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电影叙事学都亟需询唤新的理

论注入，让电影叙事学焕发新的生机。因此，本文引

入修辞叙事学这一后经典叙事学的代表性理论并试图

初步建构电影修辞叙事学，希冀能够为电影叙事学的

未来发展提供新的可能。

二、一种新的理论可能：电影修辞叙事学

修辞叙事学（Rhetoric Narratology）是一门以叙

事学（Narratology）研究方法和范式为主，同时对修辞

学（Rhetoric）中的部分理论成果进行整合的叙事学分

支学科。要想对修辞叙事学的研究范畴做出界定，则

首先需要对修辞学有一个大致了解。修辞学最早发端

于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一书可以说

是这一门学科的开山之作。他将修辞术定义为“一种

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7）

与其师柏拉图认为修辞术难登大雅之堂的态度相反，

亚里士多德不仅视修辞术为一门学科来研究，而且在

其根据人类活动的区别将科学划分为理论性科学、实

用性科学和创造性科学三大类的划法中，将修辞学与

诗学同归属于创造性科学，由此足见亚里士多德对修

辞学的重视程度。之后，修辞学沿着文体风格传统和

人文传统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的古典修辞学发展阶

段，并在 20世纪 60年代因受人文学科理论在西方普

遍而广泛的跨学科交流的理论语境影响，从而形成了

西方新修辞学。西方新修辞学的研究范围更为宽泛，

顾曰国曾将其划分为语体文体修辞学和人文修辞学两

大类（见图 1），（8）较为准确地梳理了西方新修辞学的

发展脉络。

图 1.顾曰国对西方新修辞学的发展脉络划分

俄国学者艾亨鲍姆是最早进行电影修辞学研究的

学者。他从电影中的各种物质材料如摄影的机械手段、

表演、音乐、字幕、蒙太奇等出发来研究电影中的修

辞风格，并提出“在考虑一部影片的修辞风格时，镜

头特点（景别、角度、照明、光圈等）与蒙太奇类别具

有决定性意义”的观点，（9）从而奠定了后来的相关学

者从语体文体修辞学这一脉络研究电影修辞学的研究

方向。被电影修辞学者经常提及的麦茨的电影符号学

研究便基本集中在这一脉络。麦茨的第一符号学忽略

了电影修辞中作者与观众之间的叙事交流关系，在第

二符号学中也对这一问题关注不够，而这一电影修辞

学研究范畴的部分缺失也一直延续到国内相关学者的

论述中。故我们看到国内学者李显杰认为，“电影修

辞学在理论取向上，关注的是特殊的‘表意’手法所

具有的特殊表意效果”。（10）李显杰的电影修辞学研究

更多聚焦于电影“辞格”研究，并论述电影修辞格的

基本形态、功能特征、修辞策略与文化意义等，隶属

于语体文体修辞学。另外，赵斌在其专著《电影语言

修辞研究》中从普通语言学（隐喻唤喻的机制和类型）、

符号学（电影能指与电影修辞之间的关系）及精神分析

学（观影机制及知觉、幻觉等精神分析现象）等角度分

析电影修辞中的语义连接、语法结构及符号的表意效

果，（11）虽与李显杰的研究方法有所差异，但从研究

路径上来看，仍归属于语体文体修辞学领域，而国内

至今尚未出现有一定影响力的从人文修辞学方向研究

电影修辞问题的论著。（12）

相比于语体文体修辞学重点关注文本自身修辞效

果、修辞技巧及文化表征等表意体系，人文修辞学更

多地聚焦于作者与读者 /观众之间的沟通交流。人文

修辞学者认为，修辞学是“有效沟通交流的艺术或技

巧”，（13）是“发生在作者机制、文本现象、读者反应

三者之间的协同作用”，（14）其“旨在探讨作品的修辞

目的和修辞效果，因此注重作者、叙述者、人物与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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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间的修辞交流关系”。（15）处于文本两端的（发送端）

作者和（接收端）读者 /观众如何通过文本完成沟通交

流的行为本身成为人文修辞学研究的中心话题，而修

辞叙事学正是人文修辞学与经典叙事学的一次有效结

合。修辞叙事学在融入人文修辞学理念之后，更加强

调作者与读者 /观众之间的修辞交流。著名修辞叙事

学者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曾对叙事做出如此

定义：“叙事是某人在某个场合出于某种目的对另一人

讲述故事的行为。”（16）在这一定义中，我们看到费伦

不仅突出了叙述者（某人）和受述者（另一人）的主体性，

而且强调了叙事的语境（某个场合）及叙事中暗含着作

者的意旨传递功能（出于某种目的），同时将叙事视为

一种交流沟通的叙述活动与行为。这一定义较为精炼

地概括了修辞叙事学的叙事理念，因此被后来的修辞

叙事学者广为引用。

修辞叙事学的发展与芝加哥学派（the Chicago 

School）的四代学者息息相关。第一代芝加哥学派学

者如克莱恩（R. S. Crane）、奥尔森（Elder Olson）等

人在继承亚里士多德诗学传统的基础之上，挑战当时

批评界重视历史语境而轻视文本的传统，重点关注文

学作品中的情节、人物等形式问题，并考察不同形式

在艺术作品中所取得的修辞效果。在第一代芝加哥学

派与新批评派（The New Criticism）学者的共同推进

下，批评界对于文本的关注兴趣日益浓厚，文本之外

的作者研究逐渐被冷落。第二代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

物韦恩·布斯于 1961年出版《小说修辞学》一书，并

在当时重文本而轻作者的学术环境中提出“隐含作者”

（implied author）的概念，不可不谓是一次大胆尝试。

布斯在该书中重点关注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种种交流技

巧，并以作者能否通过作品影响到读者作为评判修辞

效果成功与否的重要依据。布斯虽未明确提出修辞叙

事学这一概念，但他在论著中所提出的“隐含作者”“不

可靠叙述者”“叙述距离”等核心概念及其所确立的

基本研究方法，都为后来的修辞叙事学乃至整个叙事

学界所沿用。不过布斯的研究也存在着两个争议之处：

第一，布斯过于强调作品的道德问题。他在书中屡次

提及作品在道德上的模糊性可能会误导读者的价值判

断，“非人格化叙述已经给我们引起了许多道德困境，

以致于我们不能把道德问题看成是与技巧无关的东

西……艺术家具有道德义务，这种道德义务是‘写好’

一个作品这一美学义务的基本部分，他需要尽一切可

能来呈现他创作意图中的文本世界”。（17）这种相对保

守的观念显然无法被大多数学者和作者所接受。第二，

布斯忽略了读者在叙事交流中的主动性。读者在其看

来只是一群架空社会历史语境且只能被动接受作者价

值灌输的受众，读者对于作者的态度及作品的反应较

少顾及。这在接受主义学者诸如姚斯、伊泽尔及后来

的认知叙事学者纽宁、雅克比等人看来是不能容忍的

一项致命缺陷。

当布斯的修辞叙事学理论在业内引起巨大反响

并遭受质疑之时，西摩·查特曼成为布斯的坚定拥护

者。查特曼一方面继承了布斯修辞叙事学中的核心理

念，他在《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中明

确将叙事定义为一种位于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交流

活动，（18）并在之后的《术语评论：小说与电影的叙事

修辞学》一书中进一步认为，“存在着两种叙事修辞，

一种旨在劝服我接受作品的形式；另一种则旨在劝服

我接受对于现实世界里发生的事情的某种看法。文学

与电影研究者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探讨这两种修辞和

它们之间的互动作用”（19）；另一方面，查特曼对于布

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修正——他不仅完全抛弃

了布斯对于作品中道德问题的强调，而且将受众的主

动参与视为叙事交流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查特曼

的研究不仅将原本局限于小说文本研究的叙事学理论

弥散到电影文本研究之中，而且也为修辞叙事学成为

后经典叙事学中的重要一支起到了助力作用。

韦恩·布斯的学生，第三代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

物詹姆斯·费伦可以说是修辞叙事学研究的集大成者，

先后出版了诸多相关论著，如《阅读人物，阅读情节》

（Reading People, Reading Plots，1989）、《作为修辞

的叙事》（Narrative as Rhetoric，1996）、《某人告诉

另一人》（Somebody Telling Somebody Else，2017）

等，影响较大。费伦对于修辞叙事学主要做出了如下

三大贡献：其一，费伦进一步深化了叙事中作者、文本、

读者三者之间的叙事交流关系，尤其是费伦在受到认

知叙事学派相关研究的启发后，再次提高了读者在叙

事行为活动中的重要性，并认为叙事是一种“读者参

与发展进程”的动态行为。作者通过叙事文本，邀请

读者做出多维度（审美、情感、判断、伦理等）的反应。（20）

不过需要声明的是，费伦所说的读者是作者的隐含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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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即那些积极进入文本中，努力体悟作者的创作意

图并主动与作者同频共振的读者，而非处于日常生活

中，性别、审美、价值、伦理等各异的一个个无法归

类的真实读者。这是费伦与认知叙事学者对于读者理

解的不同之处。其二，费伦在文本内部的人物研究方

面提出了“三维度”人物观，即文本中的人物由“模仿

性”（文本内人物模仿现实生活中的人）、“主题性”（文

本内人物服务于主题表达）和“虚构性”（文本内人物是

作者虚构的）三种成分构成。（21）费伦的“三维度”人

物观既考虑到了读者之所以会对作品中的人物产生共

情的原因（“模仿性”），又指出了文本中的人物是作者

建构出来的作品中的形象（“虚构性”），同时还从文本

中的不同语境问题出发，挑明人物的功能性与类型化

问题（“主题性”），这对于如何研究作者、文本中的人

物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关系提供了新的启发。其三，费

伦沿用并发展了彼得·拉比诺维茨（Peter Rabinowitz）

的“四维度”读者观，（22）将读者分为有血有肉的实际

读者（即真实读者）、作者的读者（即隐含读者）、叙述读

者（即叙述者的受众）和理想的叙述读者（即叙述者的理

想受众）。（23）这种对于读者细致划分的做法相比于经

典叙事学单纯将读者视为被动接受作者反应的一个静

态合集来看，能够更加全面地考虑到作者与读者在不

同层面的交流情况，也赋予了读者对文本及作者的价

值判断予以某种主动回应的权力。这也是以费伦为代

表的修辞叙事学者被视为后经典叙事学而非经典叙事

学的重要原因。

除去上述提及的布斯、查特曼、费伦三位代表

性的修辞叙事学者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为修辞

叙事学提供了不少创见，如将叙事语境和读者放置于

叙事交流中核心地位的科恩斯，（24）提出在情节发展

背后存在着自始至终运行的一股被称之为“隐性进程”

（Covert Progression）的叙事暗流的申丹等。中国学

者申丹也超脱地域限制，被费伦视为第四代芝加哥学

派的代表学者。（25）质言之，作为后经典叙事学的主

流学派之一，修辞叙事学的理论核心是强调作者、文

本与读者三者之间的叙事交流，即詹姆斯·费伦在其

最新专著中所述的“修辞诗学就是致力于充分了解叙

事交流，以及真实的人与真实的他人进行交流的具体

细节”。（26）这一对于叙事交流的理论关注视点，有别

于结构主义叙事学聚焦于静态的分析叙事文本的研究

方法，为叙事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结构主义叙事学与修辞叙事学之间的区别，里克

特（David H. Richter）认为，前者主要研究“叙事是

什么”，而后者主要关注“叙事做什么或如何运作”。（27）

笔者认为这一概括过于笼统，没有涉及二者的核心差

异。我们不妨将其修改为：结构主义叙事学主要研究

“叙事文本内部的一般构造原理与运作机制”，而修辞

叙事学主要关注“叙事文本内外之间的交流运作”。这

一修改或将更有助于我们认识到二者之间的差异，并

了解建构电影修辞叙事学的研究意义所在。

我们固然无法否定结构主义叙事学为电影叙事研

究完成从感性的经验式批评转向理性的系统性实证分

析所做出的突破性贡献，但是也要意识到结构主义电

影叙事学存在的三大不足之处：第一，缺少开放性。

结构主义电影叙事学建构了一个独立却封闭的叙事系

统。这个看似工整且被认为充满“几何学想象”（28）的

阐释机制，实际上是一个脱离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并沉

溺于打造万能电影叙事模型的“空中阁楼”，其对内部

系统的精雕细琢与对外部环境的漠不关心所形成的极

大反差，造成其目前模型化有余而开放性不足的窘境。

第二，缺少多元性。结构主义电影叙事学将二元对立

作为电影叙事学大厦的基本建筑材料，并为追求工整

性而做了过多的二项对立，如能指 /所指、语言 /言语、

X/反 X、内聚焦 /外聚焦等。这种严丝合缝的工整性

也迫使结构主义电影叙事学将过多的精力用于如何将

原本变动不居的各种电影叙事文本有条不紊地放置在

有限的象限之中，并为了确保电影叙事模型的有效性

而时常让人有削足适履之感，以至于形成工整性有余

而灵活性不足的局面。第三，缺少交流性。结构主义

电影叙事学把文本视为一个无需考虑作者与观众的独

立运作机制。这一稳定的文本实体以建置科学而共性

的电影叙事机制为目标，并凭借实证性方法试图从不

同作者与不同文本中提炼出一套适用度极广的一般叙

事规律，而这套叙事规律在结构主义电影叙事学者看

来无需考虑具体观众的不同反应，理想的观众需要自

行具备从单个文本上升到一般叙事规律的理性意识。

这种拒绝交流的态度促使其出现一般性有余而特殊性

不足的状况。

电影修辞叙事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结构主

义电影叙事学的不足之处。电影修辞叙事学既无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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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本的纵深角度追求一种通用的叙事机制或叙事模

型，亦不试图通过打造一套独立的符号系统来论证叙

事是什么及叙事原理问题，而是从文本的横向角度分

析叙事交流过程中产生的意义效果，探寻作者、文本

与观众之间在思想、情感、判断等多种维度上的审美

碰撞，其将文本视为一个立足于具体社会历史语境的

并与作者及观众息息相关的交流平台。另外，电影修

辞叙事学也不再坚持使用由结构主义电影叙事学所打

造的一套如时长、时频、时距、语式、语态、语义、

矩阵、符码等侧重于静态符码分析的话语系统，而是

使用由真实作者、隐含作者、真实读者、隐含读者、

叙述者、受述者、叙事进程、隐性进程等所组成的叙

事交流系统。

质言之，电影修辞叙事学并不试图对当前以结构

主义为代表的经典电影叙事学进行颠覆，而是通过叙

事交流这一核心要素来为电影叙事学的发展提供新的

角度和思路，从而填补经典电影叙事学未曾涉足的一

片空白领域。

图 2.电影叙事—交流情境图

笔者曾在《电影叙述者的主体性与叙述机制建构》

一文中初步建构了电影叙述者的叙述机制，并结合电

影艺术的自身特性，搭建了电影叙事—交流情境图（见

图 2）。（29）通过图式，我们能够较为直观地看到一部

电影是如何完成发送端（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叙事

文本、接收端（隐含观众、真实观众）三者之间叙事交

流的。电影叙述者及其叙述机制是电影修辞叙事学中

的一个核心问题，该文已对此做出论述，故笔者在本

文中不再进行赘述。

不过在情境图中我们可以发现，除却叙事文本中

的电影叙述者以外，位于发送端的隐含作者及相对应

的真实作者同样是电影修辞叙事学中的关键概念。因

此，笔者将以隐含作者这一理论术语为例，论述建构

电影修辞叙事学的意义所在。

三、隐含作者：电影修辞叙事学中的关键概念

以安德烈·巴赞、弗朗索瓦·特吕弗为代表的《电

影手册》派影人于 20世纪 50年代提出以导演为中心

的“作者论”，试图冲击好莱坞长期确立的“制片人中

心制”并提高导演在电影创作中的核心地位。之后，

随着安德鲁·萨里斯、彼得·沃伦等人将“作者论”从

法国引入美国电影学界，电影作者研究一时成为西方

电影学界的热潮，越来越多的电影文本被看作导演个

人的作品，而那些具有独特风格的导演更是成为他所

执导的系列电影的唯一“作者”。在这种将电影作品视

为体现导演个人创作意志与艺术表达产物的风潮之

下，无论是影迷还是专业批评人士似乎都热衷于在某

个导演创作生涯中的一系列作品中寻找属于导演个人

印记的审美趣味并为导演贴上相应的美学标签，尽管

不少导演自己并不希望被如此总结或归类。即便如此，

得益于“作者论”的广泛影响力，那些具有明显个人

风格并取得一定艺术成就的导演如今已被约定俗成的

当作他所执导的电影作品的权威作者。结合“作者论”

所诞生的年代与历史背景来看，我们固然肯定“作者

论”的历史意义，“‘作者论’将导演作为影像的书写

者如同文学、绘画的创作者，其逻辑是知识分子的逻

辑——逻辑的起点是知识分子化的，哲学的追求是电

影本位意识的追求。从某种程度上讲，是自电影被发

明以来，最有效的一次建立电影本位意识的运动”。（30）

时隔多年，当我们重新思考“作者论”这一问题本身时，

仍存在分歧之处：一部电影作品真的有作者吗？如果

有的话，导演是电影作品的唯一作者吗？ 

产生分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作者型

导演与非作者型导演之间的界限相对模糊。虽然安德

鲁·萨里斯在其《1962年的作者论笔记》中试图从导演

技巧、个人风格和内在意义三个方面来判断一个导演

是否为作者，（31）但这三个标准仍然较为模糊，带有

较强的主观性。实际上，在“作者论”提出之初，巴

赞就曾理性地指出“作者论”存在的这一问题：“我们

已试着说明，一个平庸作者如何偶然执导出一部杰作，

一个天才作者必然承受才思枯竭的威胁，作者论忽视

前者而否认后者”。（32）诚如巴赞所言，如果说希区柯克、

小津安二郎、伯格曼、安东尼奥尼等导演凭借高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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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技巧、独特而连续的个人风格以及丰富的内部意

义从而具有无可置疑的作者性地位的话，那么每部作

品风格大相径庭的库布里克，深谙商业电影拍摄之道

且成就卓著的斯皮尔伯格，乃至游走于商业电影与艺

术电影之间的中国导演张艺谋等人是否可以被称之为

电影作者？显而易见，我们按“作者论”的标准去判

断一个导演是否是作者充满着不确定性。第二，导演

并非始终是一部电影的主控者，其他创作人员也有可

能成为电影创作的主导者并符合“作者论”的基本标

准。“一部影片的作者有时可能是它的主要演员，正

如在滑稽片或默片中的一些著名影星那样”，（33）此类

演员如金·凯利、周星驰、成龙等，而摄影师贾努兹·卡

明斯基、编剧李樯、美术叶锦添、武指袁和平等人也

未必不符合电影作者的标准。另外，更多的电影作品

并非是由某一个创作者主导，而是集体创作的结晶，

“主流电影是由作家、演员、导演、作曲家、摄影师

等众多合作者共同制作的，因此这类电影从来不会出

现单一作者的情况，我们应该把它们看成是多重作者

的产物”。（34）

基于此类问题，我们发现以导演为中心的“作者

论”在进行电影文本分析时并不具备普适性。相对而

言，隐含作者是一个应用范围更广且逻辑更为合理的

理论术语。虽然隐含作者在过去半个世纪成为“文学

批评界中最成功的术语之一”，（35）但目前隐含作者这

一提法在电影领域中并未普及。韦恩·布斯在《小说修

辞学》中提出隐含作者这一概念。所谓的隐含作者即

是一个相对于真实作者的概念，当真实作者开始“创

造自己的作品时，他也就创造了一种自己的优越的替

身，一个‘第二自我’”。（36）隐含作者一经布斯提出后

便迅速在叙事学界引起巨大反响，不过也引起了一些

争议与分歧，（37）直至布斯晚年撰写《隐含作者的复活：

为何要操心？》一文回溯提出隐含作者这一术语的动

因并再次进行阐释时，隐含作者已成为叙事学界普遍

认可并被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38）

西摩·查特曼是隐含作者的忠实拥护者并率先将

这一术语引入到电影叙事研究中：“隐含作者总是存

在，尽管可能不存在一个单独的普通意义上的真实作

者：叙事有可能由委员会集体创作（好莱坞电影），由漫

长时期中完全不同的人群创造（很多民歌），由电脑随

机数生成创造，等等”。（39）另外，国内学者赵毅衡也

曾指出，“不仅是小说和电影可以有隐含作者，所有

的符号文本，普遍都有一个隐含作者体现其意义与价

值观”。（40）我们看到，不少叙事学家都致力于扩大隐

含作者的应用媒介，并试图将隐含作者的概念移植到

电影、新闻等其他艺术媒介中。不过，先前关于电影

中的隐含作者研究都缺少将其固定在一个理论体系中

的决心，从而导致隐含作者在电影叙事学研究中并未

受到应有的重视。

隐含作者虽然同“电影作者”这一术语一样最早

起源于文学研究，但前者比后者实际上更适用于电影

文本研究中。这是因为导演中心制之下的“电影作者”

基本等同于导演本人，即当一位导演具备娴熟的技巧、

独特而连续的个人风格及深厚的人文素养时，他便成

为他所拍摄的一系列作品的“电影作者”。隐含作者在

电影中指的是处于创作状态中的创作部门集体，它指

代的是一部电影文本的创作群体。从导演出发并结合

导演个人的美学倾向、创作诉求乃至生活经历去研究

电影文本的方法，用于少数对作品具备完全掌控能力

的艺术导演来说也许尚有可取之处，如罗伯特·布莱

松（Robert Bresson）、洪尚秀（Sang-soo Hong）、贾樟

柯等作者型导演。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电影而言，导演

本人并非是电影文本的绝对主导者，其他创作者的艺

术选择也会干预乃至影响最终的电影文本。申丹曾指

出“集体创作的作品更需要‘隐含作者’这一概念。参

加创作的人员往往需要牺牲压抑很多个人兴趣和倾

向来服从总体设计的要求，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所

隐含的作者一般会与真实作者有较大的不同”。（41）在

传统的评判标准中，意大利著名导演赛尔乔·莱昂内

（Sergio Leone）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电影作

者”，但众所周知的是，著名作曲家莫里康内（Ennio 

Morricone）在莱昂内执导的电影作品中起到不可忽视

的作用，多部作品甚至让莫里康内先创作出每个人物

的主题乐，然后再进行拍摄和剪辑。莱昂内本人也对

此直言：“今天，我甚至想说莫里康内不是我的作曲，

他是我的编剧。”（42）另外，再如莱昂内执导、莫里康

内作曲的《荒野大镖客》（Per un pugno di dollari，

1964）改编自黑泽明（Akira Kurosawa）的《用心棒》（编

剧为黑泽明与菊岛隆三）。前者整体的人物设定和故事

情节走向都与后者大致相同，故我们很难说《荒野大

镖客》这部电影的作者是莱昂内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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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日本“电影天皇”黑泽明也是一位公认的

大师级导演，但从严格意义上说也不能将其本人视为

其执导作品的唯一电影作者。如其蜚声国际的作品《罗

生门》（1950）根据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和《罗生门》

两篇短篇小说改编，并且黑泽明最早萌生出拍摄《罗

生门》这部作品的想法，是因为收到编剧桥本忍最初

改编《竹林中》这一部短篇小说的剧本底稿（底稿原名

为《雌雄》），然后提议将《罗生门》的文本融入剧本底

稿中，并仍由桥本忍执笔改写。（43）另外，与黑泽明

长期合作的编剧桥本忍也记录下其与黑泽明及另一名

编剧小国英雄三人合作写剧本的情景：三人会寻找一

幽僻处每天定期工作，一般通常由桥本忍负责写初稿，

黑泽明负责修改，小国英雄负责最后定稿。（44）故我

们至少在故事层面也很难忽略另外两位编剧对电影所

做出的贡献。这种编剧对电影文本最终呈现产生不可

忽视的影响的案例并不少见，再如许鞍华导演、李樯

编剧的电影《黄金时代》（2014）的叙事手法的设计几乎

完全来自于编剧李樯：

（旁白）编剧用独白设计间离式效果，其中缘由来

自李樯个人的历史观……（李樯语）：“历史其实是不能

还原的，那我认清这个之后呢，我去写《黄金时代》

的时候，我就没有再坚持用以往写人物传记片的一种

写法，我希望是把这个历史观带到这个电影里边”。（45）

由此可见，即便在如莱昂内、黑泽明、许鞍华这

样的导演所执导的作品中，我们把导演个人称之为该

电影的作者并不十分恰当，更何况那些制作成本高昂、

分工明确的商业电影了。那么，我们为何不直接对“电

影作者”一词进行新的释义，使其指代电影创作部集

体，反而要用隐含作者一词呢？这里就涉及到隐含作

者与真实作者之间的区别：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

处于“创作状态中”，后者处于“日常状态中”。传统的

“电影作者”即导演则是处于日常状态中的创作部门

集体所组成的真实作者的成员之一， 它与隐含作者之

间的含义相差较大（见图 3），故我们选择用隐含作者来

指代这个电影创作部门集体，即每个电影文本外的最

高操纵者。

之所以在电影中区分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是

因为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在道德观念和价值倾向上并

不相同，即一部电影文本所反映出的美学、政治、宗

教、文化、道德等层面的态度是处于创作状态中的

创作部门集体所决定的，但它并不能代表这个创作

部门集体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态度。如《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1971）中听着贝多芬交响曲奸淫

女性的不良少年阿利斯，《汉尼拔》（Hannibal，2001）

中塑造的极具魅力的“杀人恶魔”汉尼拔博士，《香水》

（Perfume: The Story of a Murderer，2006）中通过

杀死少女并保存少女体香来制作一款世界上独一无二

的香水的主人公格雷诺耶等影片中所透露出的道德观

念是隐含作者出于隐喻、反讽等美学诉求而做出的叙

事选择，它并不能代表真实作者在日常生活中对于这

一类人物的看法。所以，在电影叙事研究中将真实作

者与隐含作者区分开，有利于我们辩证地看待创作者

本人与电影文本之间的关系，即由处于日常状态中的

创作部门集体所构成的真实作者的成长经历、受教育

程度及价值观念、生活态度等会影响到最终的电影文

本，但这种影响既非直接，也非全部作用于电影文本

当中。真实作者在进入创作状态后，其先前所存在的

文化印记将会部分地携带到隐含作者身上，如编剧李

樯个人的历史观进入创作状态中，从而影响电影《黄

金时代》形成了间离式的叙事方式。但是无论是导演

许鞍华、编剧李樯还是其他创作者，他们都不能因个

人情感来改变电影主人公萧红颠沛流离、红颜薄命的

一生，也不能以个人的喜好憎恶来改变萧红与汪恩甲、

萧军、端木蕻良等人之间的爱恨情仇。这种真实作者

在叙事上的权力收放恰巧形成了创作者本人与电影文

本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

图 3.电影作者、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关系示意图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发现位于电影影像背后的

最高权威者与操纵者既不是“电影作者”，也不是真实

作者，而是隐含作者。隐含作者的创作意志决定了电

影文本的最终呈现效果。值得说明的是，隐含作者

始终不会在电影文本中现身，正如吕克·赫尔曼（Luc 

Herman）和巴特·维瓦克（Bart Vervaeck）所言，“隐

含作者并不会真正出现于文本中。隐含作者不会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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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但他仍是形成叙述的一部分。他是构成文本意

识形态的规范及观点的集合的来源。换句话说，隐含

作者对源自叙事的世界观负责”。（46）隐含作者只存在

于电影文本之外：在作者创作编码时，隐含作者是信

息的权威组织者和发送者；在观众观影解码时，隐含

作者是观众根据电影文本推导出的创作者形象。

2020年的一部伪纪录片《吉祥如意》将焦点放置

在导演大鹏位于东北农村老家的家族环境之中，姥姥

的突然病逝打破了本片原定的拍摄计划——原本应饰

演导演大鹏的女演员刘陆临时调整为饰演失智的三舅

王吉祥十多年未归的女儿丽丽，王吉祥的赡养问题成

为全片的中心话题。（47）当“假”丽丽极力进入情境之

中并为父亲未来的养老问题而担忧时，大多数观众感

知到了“假”丽丽所流露出的自责与愧疚之情，并从

情感上原谅了这位十多年未归的女儿。当真正的丽丽

面带笑容回乡并充满好奇地看着镜头内的演员如何饰

演自己时，真假王丽丽在影片中的态度反差成为本片

极具戏剧性与争议性的时刻。虽然导演大鹏本人在专

访中解释道：“王丽丽会不会被别人用其它的角度去评

判？我要说，我对她没有任何一点偏见。”（48）但是我

们在影片中却看到诸如真丽丽被“假”丽丽质问“我还

是不理解，为什么十年不回来啊？”时的哑口无言，

以及“假”丽丽向长辈们叩头谢罪时，镜头记录下一

旁的真丽丽正若无其事地刷手机这样的引导性内容（见

图 4），由此引发观众对于真丽丽的道德性谴责。

图 4.《吉祥如意》剧照

从这一话题中我们可以生发出以下几个问题：日

常生活中的导演是否等同于创作状态中的导演？电影

与日常生活中的真实作者及文本背后的隐含作者之间

的关系是怎样的？观众应该相信日常生活中的真实作

者对于影片的阐释，还是坚信自己从电影文本信息中

得出来的隐含作者态度？电影中的隐含作者、文本与

真实观众三者之间有着怎样的叙事交流关系？这些牵

涉电影文本内外叙事交流的议题，超出了擅长探寻封

闭文本内部叙事模型与叙事机制的结构主义电影叙事

学的研究范域，但它们却是电影叙事学研究中无法回

避又长期被忽视的重要论题之一。

而从电影修辞叙事学来看，无论导演大鹏在电

影之外的其他场合如何为真丽丽辩护，他的言论都无

法完全代表这部电影中隐含作者的真实意图。如果说

“假”丽丽在影片前半部分《吉祥》这一段落中所极力

塑造的充满歉疚的女儿形象满足了观众对于这一角色

道德想象的话，那么后半部分《如意》段落有说有笑

的真丽丽一出场就破坏了观众在这一角色身上一直积

累的情感认同，电影在叙事进程中无法避免地赋予了

真丽丽某种道德上的原罪。而之后无论是隐含作者对

于“假”丽丽质疑真丽丽为何十年不回家看父亲这一

段落的保留，并精心地通过多机位重复剪辑来延长真

丽丽在面临这一质疑时语塞的叙事策略，还是饭桌之

争失控后，即便电影中的导演多次要求停机，摄影机

仍然将真假丽丽对于这一事件的不同态度记录下来并

最终剪辑进电影文本之中的叙事选择，无疑都透露出

隐含作者想要通过电影文本传达给观众其对于真丽丽

这一人物的道德态度，从而完成了隐含作者、文本与

真实观众三者之间的叙事交流。在这一叙事交流过程

中，隐含作者比真实作者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与更高的

权威性。质言之，隐含作者不仅是电影文本外发送端

的中心人物，也是处于文本外另一端的隐含观众 /真

实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揣测 /解码的核心对象，还是电

影文本内由“大影像师”“大声音师”、人物叙述者组

成的最高叙述机制背后的权威发话人。因此，对隐含

作者做出阐释，是电影修辞叙事学中绕不过的重要议

题。

结语

通过将电影叙事中的隐含作者这一电影修辞叙事

学关键概念放置具体的电影文本案例之中进行阐释后

可以看到，电影修辞叙事学相比于以结构主义为主导

的经典电影叙事学来说，能够更好地关注到文本内外

的叙事交流问题。另外，位于叙事交流发送端的隐含

观众与真实观众的接受问题同样不可忽视。隐含作者

通过电影叙述者所掌控的画面、蒙太奇、音乐、音响

等多种物质材料传递自身的创作意图，隐含作者心目

中的理想观众（即隐含观众）会在观影过程中努力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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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以结构主义电影叙事学理论来研究电影叙事问

题，是一次对电影文本内部的叙事进行科学性解剖，

并从纵深范围挖掘电影叙事中普遍规律的话，那么运

用电影修辞叙事学理论来研究电影叙事问题，则是一

次对电影文本内外的叙事交流进行有效性考察，并从

横向角度思考作者、文本与观众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者因理论侧重方向不同，故无法对其进行完美融合，

如若在电影叙事研究中综合使用两种方法，将有助于

我们更为全面地思考电影叙事问题，并助力电影叙事

学这门学科焕发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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